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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

之关系及其意义 
※

——以士族为考察中心

◎ 王　伟

【摘　要】 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为唐代士子入仕之正途，然士族凭借其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考试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因此进士考试一方面为社会阶层间的

流动提供孔道，而另一方面亦存在时代局限。进士考试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向文学家族

的转变，也使其家族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

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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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此前的公卿世袭制、乡举

里选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扩大了选

官的范围。其最初的设计原则抑或理论构想是排

除阶层、出身、出处等因素，惟以才艺短长衡定仕

宦机会之有无，从而在官僚体系和社会阶层间构建

起人才流通之孔道。然在实际操作中，士族阶层在

科举中利用已有优势，借制度和体制之漏洞获取远

胜于庶族之实利，“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

攻九败。”〔1〕对此，学界仅有陈寅恪、毛汉光等人有

所涉及。故本文拟详析唐代士族的科举实绩及其

原因、影响，以期有补于学界对唐代科举的全面认

识。

一、士族对科举的选择

自魏晋以来，士族一直在政权结构中占有重要

地位，这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东汉“举人贡

士，或起于畎亩，不系阀阅”〔2〕，但从其中叶开始，

一些家族凭藉经学致身通显、累世公卿，依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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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编号：SLGQD0904）之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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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吏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势力，于是“选士而

论族姓阀阅”，甚至“贡举则必阀阅为前”，门第阀

阅成为了做官的先决条件。至西晋，九品中正制的

实行，则又从法律上确立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

系。大士族子嗣无论贤愚，生而官居中品，只要年

寿不夭，坐取高官只是时间问题，四百年来，其一直

难为其他阶层所及。

及至隋唐，伴随门阀制度的废除，朝廷将各级

官吏的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但在社会上，以崔、

卢、李、郑、王等五姓七族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自恃

门第清贵，“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持其旧

地。”鉴于此，为尊崇王权，李世民遂昭高士廉、韦

挺等人刊正姓氏，并明言“不须论数世之前，至取

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欲以今朝官爵来压制数

世冠冕，旨在弱化山东崔、卢等大姓的社会地位，

维护皇权。如此，若在当朝无法进入高品级的官

限，世业沦替、衰宗落谱也就为时不远了。“诸达官

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4〕，就是鲜活

事实。因此，猎取高官成为保持家族荣兴不衰的关

键途径。

问题在于，如何在当朝获取高官呢？一般而言，

唐人的仕进方式大致有五类：科举类、荐辟类、荫

缘类、机缘类、军功类〔5〕。其中，除机缘类因偶然

性大而不具普泛意义外，门荫和科举最为士族看

重。单就门荫言，唐代门荫下限是五品，即只有官

居五品及其以上者子弟方可荫及，且门荫范围多在

三代以内，显然，后世如不力争上游的话，两三代后

将在政治上淡出。这说明象魏晋南北朝那样单靠门

荫入仕是无法实现门第兴旺和家族繁荣的。

唐代科举承杨隋旧制，早在高祖定鼎长安就开

始悬禄取士，其考试科目尤以进士科为著。

太宗登基，着重通过擢拔各方面人才以扩大统

治基础，故其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时，便自喜

道：“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所以，入唐后世家大族

重科举，尤重进士考试。

士族为谋求高官以隆显家族，而科举实为达此

目的的最途径，故其对进士科考试之热情绝不让

于寒素。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科举乃入仕正途。唐代官吏中科举出身

者之比重一路走高，并分别在武周、宣宗时达到高

潮。科举成为朝廷选任官员的主要渠道，进士科尤

为重要。“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

盛。”〔6〕唐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三百年间，

号为得人者，莫胜于进士。”“缙坤虽位及人臣，不

有进士第，终不以为美。”〔7〕就连位列宰辅的河东

士族薛元超也将“不以进士擢第”引为平生憾事。

另外，科举还能够派生出诸多特权。随门阀制的废

除，士族特权亦随之消失，故科举所派生之诸多特

权对其尤显重要。社会地位方面，进士科出身者，朝

野均对其礼遇有加，时人羡称其为“一品白衫”〔8〕，

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时人张绰落第

后甚至“两手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

经也’”〔9〕。此外，诸如月灯打球、曲江关宴、杏园

探花、雁塔题名等活动，能使新科进士“不浃晨而

闻名天下”，短期内社会地位骤升；官职迁升方面，

进士出身可不循常例，获超次拔擢。

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备者：一

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

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

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

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

八者尤为便捷，直登宰相，不要历馀官也〔10〕。

可见进士及第取尊官较它途尤为便捷。是以士族

家族莫不驰逐于科场，争名于进士。

再次，寒素竞争使士族对科举不敢有所忽视。

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打破士族对官宦的垄断，寒素

在原则上亦可通过“怀牒自列”的方式自由报考，

就连市井工商、刑名小吏也多跃跃欲试，“蜀之士

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涤器之风。陈会郎中家以当

垆为业……其母甚贤，免以修进，不达，不要归乡，以

成名为期。元和元年及第。”〔11〕“许棠，宣州泾县人，

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后遵成名五

年，棠始及第。”、难怪他们高呼“士之美者，非贵胄

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竿而为王者师，挽车而为

王者相，岂白屋之士可自遗之哉！”〔12〕因而“三百年

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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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3〕可见，

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是寒族获得政治地位、参与

权力与财富再分配的捷径，也是士族维系门第、避

免世业沦替的要津。

最后，严酷的“圈内竞争”亦使士族对科举倍

加重视。士族入仕不仅面临来自寒素的竞争压力，

也还面对来自士族圈内的竞争压力。中古士族家族

均产生了许多房支，如京兆韦氏有九著房，博陵崔

氏有四著房，赵郡李氏有六著房，荥阳郑氏有四著

房，彭城刘氏有七著房。士族房支繁多必然使其成

员数量剧增，其仕宦竞争亦随之激烈，然集多种有

利因素于一身者更易脱颖而出，故科第成为唐代士

族进入高品秩官宦圈的助推器。如唐代清河东武

城南祖乌水房崔氏家族在贞元前无进士及第者，

亦无军功，族望是他们位居高位的重要因素。其成

员崔从于贞元初进士及第，因而具有双重优越的资

格，故能官居二品，而其弟则多居四、五品。这说明

在出身相同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进士身份对仕宦品

级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不同地域的士族通过对进

士名额的争夺来达到仰己抑彼的目的，这在唐代前

期表现在山东士族集团和关陇士族集团之间，而唐

代后期则表现在北方士族群和南方新兴士族群之

间。进士名额之多寡对于士族间势力的消长无疑

具有助推作用，而其反过来又促进士族对科举的

重视。

二、士族登科情况统计及其分析

唐以进士考试，待天下士人，一律平等。无论

何人，不限门第和出身，皆可投牒自进，自由应考，

一旦及第，皆同名贵。因此，其不仅为士族光耀门

第和延续家族指出了向上一路，同时也为寒俊之士

敞开了利禄之门。但朝廷每年开科取士的名额却

极为有限。据唐《登科记》总目统计，开元十四年

以前，进士考试共88次，其中登第人数在35人以上

者，仅18次；在30人以上者，亦仅24次，整个唐代进

士考试共260次，其中登第人数在35以上者，仅26

次，在30人以上者，也仅53次。在参加考试人数逐

步增加的情况下，录取人数和比例却基本无所增

加，科场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那么，在这种激烈的情况下，士族在科第当中

的表现或者说他们在有唐一代登科士子中所占的

比重如何呢？我们将两《唐书》列传中人物凡科籍

出身的人物和《登科记考》中出现的人物加以汇

总，并按其出身和门第加以分类和计算，会发现：

有唐一代，在758名士族出身的登科者中，进士科有

589人，占到77%，这充分说明进士及第成为士族参

加科考的最大原因。其次，在科举考试当中，士族

的登科人数均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进士科共830人，

而其中士族就占到589人，比重高达71%。这说明士

族在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中占据绝对优

势的地位。

可见，进士科考试在打破魏晋以来“上品无寒

门，下品无士族”之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确为庶族

才俊开辟了一条新的仕进之路。与两晋南北朝相

比，唐代寒素出身官吏在整个官僚阶层所占的比重

是21.5%，比两晋南北朝时的比重（14.7%）提高了

6.8%，可见科举对于寒素进入统治阶层确有推助

作用。但由于仅有六个百分点，所以说这种助力又

是有限的〔14〕。在另一方面，科举对士族政治势力的

打击又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士族子弟高居科

举榜首，占据着最大的中第份额，尤其是最引人关

注的进士科，士族出身者的数量最多。这既与科举

制在唐代的运行原则、调控机制等有关，亦与士族

的政治、文化地位和教育、经济条件等具有密切关

系。

首先，政治地位和家族势力是提升士族登科人

数的重要因素。

唐代对参加科举者的阶层和出身尽管要求宽

松，但在程序上却有着严格限制。参加科考之资格

取得有两种途径，即州县解送和官学选拔。就前者

言，各州县每年所举礼部之参科人数进士约二三十

人，明经约50人。州县推选方式有两种：考而升与

不试而贡。这两种方式貌似公平，但亦具有弹性。

《东观奏议》载“京兆府进士明经解送设殊次平等

三级以甄别行实。近年，公道益衰，至于奔竞。到

解送之日，威势扰败如市道焉”。王维当年依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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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玉真公主权势，夺张九皋之状元头衔，可为其注

脚。就后者言，官学选拨多来自国子学和太学，由

于官学入学资格多对父祖官品有所要求，故其实属

贵族学校，庶民子弟不与焉。地方官学情形与此无

异。显然，在入试资格的获取方面士族比寒族更为

有利。

另外，唐代科举流行“行卷”“温卷”，从积极

面看，此法兼容了社会公论和舆情呼声，而从消极

面看，又给人情与权势干预留下空间。主司“亦有

胁于权势，或扰于亲故，或累于子弟”，常出现“未

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故已定于胸中矣”〔15〕。崔郾

任主考官，还未离京前五名就已定好〔16〕。杨国忠得

知儿子落第后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

卖”，斥逐礼部侍郎，“策马不顾而去”〔17〕。可见，

士族政治能力比寒族强大。

其次，士族具有富足的经济条件。唐代科举考

场设在两京，异地应考者每年十月赴京至次年三月

罢归，因为竞争激烈和取士名额有限，故绝大部分

应举者很难一次中第，大量落第举子“起于孟冬，

终于季春，天下之奔走于京师，秋而往，春而归，归

装未解而选期又至。”如此，若无经济支持是断难

坚持的。而对于多数士族家族而言，参加科举并无

经济之虞，即便落第，亦可退守田庄以备来年。而

对寒族言，参加科举本身就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如孙樵“十试泽宫，十黜省司”以至“知己日懈，朋

徒分离。……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

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洌，入夜断骨，

穴衾败褐，到晓方活”（《寓居对》）。可见，经济虽

不是朝廷取士的标准，却也是举子完成举业、顺利

通过种种关口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对士

族与寒族在登科比率上的巨大差异进行研究，经济

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再次，士族在教育、文化条件等方面占据优

势。教育制度及教育普及的程度必会对人才数量和

成才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各阶层受教育机会不均

等的情况下，即使选士制度公平客观，亦易使缺乏

教育者无法与具优质教育资源者进行竞争。“开元

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187〕官学无疑

是进士及第的重要因素，但其却不对庶民开放。中

唐以后私学繁荣〔19〕，士族子弟多习业于家塾私学，

寒族子弟多走向乡闾私塾和义学寺塾。“晚唐终以

私家学院占优势，成就人才之多，寒族终不如阀阅

也”〔20〕士族多营置田庄，并储有藏书，时时填补校

雠。如韦处厚“家书雠正至万卷”〔21〕；柳仲郢“三

为大镇……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钞，

魏晋以来与北史再钞，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

备。”〔22〕吴兢西斋藏书一万三千四百余卷（《齐东

野语》卷12）。士族私家教育条件的完备使其子弟

自易成才。而“寒士读书山林，例甚清苦。……至于

寄寓寺院读书者，往往为寺僧所厌恶。” 〔23〕与士

族的情况判若云泥。

最后，唐代士族由边地向以两京为主的中心城

市的迁徙也使其子弟在科举中占据优势。唐代两京

尤其是长安解送贡士基本都以高第录取，“同、华解

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24〕。

世人亦认为登科“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以京

兆为荣美。”〔25〕此外，居住于两京或中心城市者更

易得到较多的仕进机会，亦可更为便捷的掌握和利

用科举规则，于京城奔走援引、博取声誉。不少士

族徙居两京或中心城市后其子弟便多科场得意，道

理就在此。如，弘农杨于陵进士及第后，入任京官，

其家族亦定居长安新昌里〔26〕。此后，其子杨嗣复，

进士及第，文宗朝任宰相；三子杨绍复，登弘辞科。

“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援、

技、拭、扻，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

等。”〔27〕崔元略中举后，历任京兆尹和户部尚书，其

子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

人”“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举进士第。”〔28〕

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与其居住于京师必有关系。

三、科举对士族的影响

士族作为科举的重要力量，为博取一第以延续

门第，熏染此道久矣，遂对士族及其文化产生多方

面的影响。

首先，科举促使士族由经学世家转向文学世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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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自东汉以来受通经义、励名行之世风的影

响，倍加重视家族的经学教育和传承，故士族多以

经学世家面目出现。南北朝混乱世局使得许多士族

惨遭杀戮，为保族全宗，许多家族参与赞画军机或

攻城野战，进而出将入相，武力强宗的色彩骤然加

重。至唐，尤其是武后柄政以来，进士科考试越来越

侧重于文学词章，至开元天宝间终以诗赋取士为定

制。随着科考之文学成分的加重，文学才能的优劣

对于能否进士及第的决定作用。《通典》云“开元以

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29〕。称

进士科为“文学之科”，进士及第为“以词学登科”

（《颜鲁公文集》卷十二）李嘉祐在诗中认为“高第

由佳句”（《送冷朝阳及第东归江宁》）朝廷选官时

甚至认为“非以词赋登科者莫得进用”〔30〕。由于进

士科取士标准日趋文学化和高门士族对文学的日趋

重视，唐代士族家族遂由经学世家一变而为文学

世家。如杜甫先世杜预为晋代名儒，其后人以经学

承家致仕十一世，属于典型的经学世家。但自杜审

言始则多以文学为重了，“诗是吾家事”，其诗称显

当时，名预四友。审言从祖兄易简，“九岁能属文”，

亦显名于时。杜甫更是成为当时诗坛名家，其子宗

武亦有诗名〔31〕。再如江夏李氏李善房，李善“用经

籍引证《文选》”〔32〕体现着该家族深厚的经学文化

渊源。后该支转以文学入仕，李邕“以文召试于武

后”〔33〕邕子翘亦以文学见称，邕弟歧，“少以文辞气

概，冠绝当时。”，翘孙潜，“有词艺声华，登进士上

第。”〔34〕可见，在科举的影响下，唐代士族将治学

重点由经学转移至文学了。“少小通经术，壮年为文

赋”“幼而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

诸家之集。”〔35〕即为显例。

其次，科举使士族的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

第和科第兼重。

魏晋时期，士族自矜高贵，严禁士庶通婚。隋

唐之世，婚姻观念与家庭关系则多有变化。郑樵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

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自五季以

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36〕反映的正

是由隋唐到五代整个社会婚宦观念的变化。这种转

变与社会环境有重要联系。唐代重进士科，进士中

第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故士族亦多将婚姻对象瞄准新科进士。蓄女人家

多把进士放榜、曲江宴集视作择婿良机“曲江之

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

东床，车马阗塞，真可殚述”。“其日，公卿家倾城

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

栉比而至。”〔37〕此即为有名的“榜下择婿”。韩愈

《送陆畅归江南》云：“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

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迎妇丞相府，夸映秀士

群。鸾鸣桂树间，欢者何缤纷。”（《韩昌黎全集》

卷五《古诗五》）何扶《寄旧同年》云：“金榜题名墨

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

来只一人。”皆是唐代士人刚中第即被“丞相”“红

妆”择为佳婿，此外，还有“捉婿”之事和以权势相

逼者，有时皇室也将新科进士当作驸马的侯选人。

可见，唐代婚姻不仅看重门第，对科第亦同样

垂青，这主要缘于门阀政治渐趋弱化的影响。唐代

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单靠门第血缘已难以

维持。故权势之家在努力获取科名外，还必须寻找

新的途径来维系家族利益。对新进士言，及第后攀

附士族亦不失为求取仕途得意的终南捷径。从唐

代开始直至宋元明清，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形成

了与此前“尚姓”“观念相左的“尚官”心理，“榜下

择婿”正是其反映，唐代婚姻门第与科第兼重的形

态无疑是其的一种过渡形态。

此外，科举制度对士族衰亡的双重影响。

科举制度对整个士族阶层的衰亡具有延缓作

用。随着门阀制度的废除，士族在经济和政治地

位上已经丧失了制度性保障，其衰落之势在诸多

家族已有体现。但至唐代，众多士族在政治舞台上

仍旧具有重要地位。如赵郡李氏在唐代共出十七

位宰相，而中晚唐就有十位；京兆韦氏共二十位宰

相，仅中晚唐就有九位；荥阳郑氏共十一位宰相，

几乎全部是在中晚唐；太原王氏共出八位宰相，有

六位是在中晚唐。究其缘由，士族对科举的借重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据毛汉光统计，唐前期大

士族子孙拜相者，纯门第和带进士第比例为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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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2.1%，中期百年为46% 和34%，后期百年则为

16.5%和82.6%〔38〕。即使在同一家族内部，进士出

身者仕宦与迁升几率也大于他人。可见，科举制虽

打破了士族对仕宦的垄断，但在短期内由于士族在

各方面仍占据优势，故未能立即使其衰落，反而暂

时延缓了士族的衰落步伐。

与此同时，由科举等因素而造成的士族迁移，

使得绝大部分迁移的士族脱离本贯而聚集于城市，

从而形成士族的“双家形态”甚至“多家形态”。随

时间推移，士族中移居城市者与滞留乡村者关系渐

趋疏远。由于官僚气息的加重和对皇权依附性的加

强，整个家族在分享政治成功的同时，也必为其政

治失误付出代价，由于乡村退路被截断，故家族旋

踵覆灭的情况多有发生。而且，士族对庶族的歧视

和在科场制上独占鳌头的情势亦造成了庶族士人

尤其是落第庶族士人的仇视。黄巢早年屡试不中，

起事后于广明元年杀士族无遗类〔39〕，被杀者皆晚

唐衣冠大族。在朱梁篡代之际，“李振屡举进士，

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

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

之。于是士族清流为之一空。”〔40〕衣冠缙绅连颈受

戮殆尽。

结 语

唐代士族利用已有优势，通过科举获取了一种

在政治、社会领域能够重振家族的捷径，登科人数

独占鳌头，享有仕宦优先权。但随文化、教育环境

的发展和科考制的完善，士族不仅逐渐丧失了科场

上的大部分优势，而且在纷乱的政治和军事局势

下，连遭重创，最终走上衰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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